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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基础、问题和方向 

王心喜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摘 要】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就一直生活、劳动在浙江境内,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化石

和文化遗迹,翻开了浙江历史光辉篇章的第一页。回顾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历程,并对一些重要发现或问题作一评

估,可为今后深入研究浙江人类早期发展史提供比较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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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它起始于人类诞生之日,终止于距今 1 万年左右,占人类历史的 99.9%以上,涵盖地质历

史中的上新世晚期和整个更新世。对这一历史阶段从事研究的主要学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它是以埋藏于地下的实物资料(包

括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与用具、生产与生活的残留物及其场景、伴生的动植物化石等)为对象,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

与演化过程、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与技术能力、适应生存特点、区域性文化在时空上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人类

行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一直生活、劳动在浙江境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化石和文化遗迹,翻开了浙江

历史光辉篇章的第一页。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乃是探讨浙江史前文化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拟对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

历程,做一次综合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并对一些重要发现或问题作一评估,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于 1957年。当年,裴文中、邱中郎对杭州洞穴堆积物中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展开调查,在留下镇

采集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1]
。 

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6 月,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黄正维、孟子江、王雪瑜、叶士泓、朱佩璋等人,在调查浙江

石炭、二迭纪灰岩区喀斯特地貌时,在建德、衢县等地考察了 100 多个洞穴,发现了一个含哺乳化石的地点,并对其中的 4 个---

骆洞、乌龟洞、桑园、葱洞 3号作了发掘。除获得丰富的哺乳类化石外,还在乌龟洞中发现了古人牙化石一枚
[2]
。 

乌龟洞位于建德市李家乡新桥村南西 35 度约数百米处,地理坐标为北纬 29 度 20 分,东经 119 度 05 分。洞穴发育于船山灰

岩中,洞口朝向南西 30 度,高约 0.6 米,宽约 4 米,高出当地河面约 32 米,洞深 5.2 米。有鉴于在本次考察前,村民曾多次发现过

动物化石,有人在洞内挖出龙骨(哺乳动物化石),故将该洞作为重点挖掘。 

乌龟洞堆积物自上而下为: 

(一)棕色粘土,横向过渡为含钙质结核的黏土。钙质结核大多呈姜状。厚 0.7米。棕色黏土中的化石,计有:猕猴、犀牛、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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貘、水牛、黑鹿、猪、熊、犬科、豪猪、啮齿类。 

(二)棕褐色粘土及灰烬层,松散,成小团粒状。含有人(Homo sapiens)的牙齿(p2)和介壳。 

(三)棕黄色石灰华胶结之燧石碎屑物,坚硬,含介壳。厚 0.3米。 

据分析,乌龟洞洞穴中第四纪哺乳类化石的种类,基本上与华南山洞中常见的化石种类相同,是属于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

洞穴中堆积物的时代,根据其中所含的化石或动物种类,可分为含有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的乌龟洞下部堆积为地质时代更新

世中晚期,含有人牙、灰烬层的,为晚更新世或全新世,相当于考古学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 

建德乌龟洞动物群和古人类遗物、遗迹的发现,不仅为浙西地区第四纪地质和哺乳类化石的研究提供了材料,而且还填补了

浙江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空白。本次考察发现的人的牙齿化石,现已不知所在。 

斗转星移,11年后,为探索浙江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韩德芬、戴尔俭、许春

华和浙江省博物馆的魏丰、徐玉斌、张明华等人,于 1974 年冬赴乌龟洞考察,继续寻找古人类化石和遗迹、遗物,发现了古人类

的牙齿化石 1枚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人们通俗地将这次发现的古人类称为“建德人”
[3]
。 

祖籍浙江仙居的张森水在 2000 年 9 月 27 日回忆说:原定赴金衢盆地开展野外考察工作,“1974 年 11 月 7 日到金华,武斗频

仍,为安全计,次日转建德,„ „ 11月 24日上午,从建德的上新桥公社(今李家乡)出发,徒步北行约一个小时,抵达乌龟洞。此前

浙江区测队黄正维等已报道过这里曾发现了化石,我们希望能在该地找到更多的材料。”
[4](P68)

由于过去多次挖掘,洞内大部分地都

被翻掘过,地层次序遭破坏。这次考察发掘,只得在洞内的边缘未被动过的地方进行。 

最初的头两天,在洞穴堆积里发现了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数百件、无人工痕迹的燧石碎屑。正在深感遗憾之时,一位小

孩送来一把化石,经鉴定有犀牛和牛等,令人感到意外的其中有一枚人牙。当得知这些化石来自旁边的小支洞时,考察者们希望能

在那里找到更多有科学价值的标本。既有人化石,就可能有文化遗物。小支洞堆积很简单,大部分裸露着紫红色黏土。及至堆积

挖完,既未有发现人化石,更无文化遗物出土,仅有猕猴、最后鬣狗、猪獾、大熊猫、中国犀、水牛、羊、鹿(可能有大小两种)、

麂、猪、剑齿象等 11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龟、鳖等爬行动物化石出土
[5](P202- P203)

。 

乌龟洞发现的人牙化石,是一枚右上犬齿(编号 PA.536),发现时稍有破损,经修复,黏土开裂的小块齿冠,除齿冠外侧远端缺

一小块外,其他部分保持完好。齿冠唇面有条状沟槽痕迹,可能是啮齿类动物啃咬的。牙根保存不全,被啮齿类动物咬掉一部分,

根尖完全缺失,根部呈一斜面。这件齿冠标本的内侧边缘已经磨耗,但齿尖磨耗的程度比柳江人上犬齿稍弱,估计年龄为 30 岁左

右。这枚牙齿现齿冠高 11.6毫米(稍偏低,因有一定磨耗),近中远中径为 8.2毫米,唇舌径为 9.5毫米,其粗壮程度大于柳江人犬

齿。依柳江人头骨性别鉴定为男性个体,故乌龟洞所发现的人牙也应属男性
[6]
。 

 

从形态上来看,乌龟洞发现的这枚人牙标本与已知国内人类同类牙齿化石对比,有异有同。若与北京猿人比较,可以看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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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性。北京猿人上犬齿无论齿冠或齿根均粗壮,至尖端处有突然收缩成细尖的现象。这些原始性在建德人右上犬齿是见不到

的。若与现代人男性上犬齿比较,不仅齿冠略大,齿根也不像现代人那样纤细而呈圆锥状。若与同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和山顶洞

人的犬齿对比,在形态上十分相像;但比柳江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同类牙齿的平均值都要略大一些(见表 1)。因此,把建德人牙

归于人类演化中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合适的。  

与建德人牙化石一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11种之多。从整个哺乳动物组合看,它属于中国南方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其中大多数种类仍在当地生存,少数已不在当地生活,如大熊猫;其中 3 个种已灭绝,它们是剑齿象、中国犀和最后鬣狗。整个动

物组合所反映的气候,比现在要热一些,因为鬣狗和象目前生活于热带地区。由于其中有灭绝动物的存在,其下部还另有化石层,

故原初发掘并研究这批化石的张森水等人将乌龟洞含人化石层的时代定为晚更新世的后一阶段,估计其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 5万

年前
[4](P70)

。后来,曾请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年代学实验室用上层(即紫红色黏土层)中出土的牛牙做了两个铀系年代测定,年代距今

大约在 10万年前(230Th年代 10.8万年或 9.7± 0.8万年;231Pa 9.1万年或 9.7万年)
[7]
。不过,张森水认为这个数据明显偏老,

这个地层不应属于如此早的年代
[5](P203)

,因为与人牙性质和上下层哺乳动物组合对比不符,所以他建议不用这一测年结果
[4](P70)

。由

于测定的材料不同,以及测年的方法、技术水平的差别,测得的年代常常有差距,有时甚至差距甚大。建德人牙绝对年代究竟是多

少,还可再探讨。建德人牙化石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牙,应是毫无疑问的。  

从发现建德人化石的支洞和主洞的堆积看,均未发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文化遗存或遗迹,如用火遗迹、生产工具等,故不能把

该洞穴看作古人居住的遗址,所有化石包括人牙化石在内,都是自然力(包括动物)的作用由洞外搬运至洞内的,或是流水(包括泥

石流)搬运的结果。在洞穴中出土的动物化石不一定是当时古人捕杀或食用的残余。 

建德乌龟洞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杭州地区,也是浙江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化石。这一发现增加了智人化石

在中国分布的新情况,揭示了浙江史前文化的端倪,在考古学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众多种类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全球气

候变迁、人类生存环境和第四纪哺乳动物,提供了重要材料。 

尽管专家学者在建德乌龟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浙江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多年无人问津,直至 26年后在桐庐发现一枚人类头盖骨化石,才一改这种沉寂局面。 

2000 年 5 月,浙江自然博物馆专家获悉,在桐庐县印渚镇延村发现古人类化石,经过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枚古人类头盖骨化

石,并获取此头盖骨化石印模,又从当地村民手中取回近百件动物化石。 

据媒体报道,同年 7月 4日,化石被送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专家鉴定,头盖骨碎片和一个下颌骨,为古

人类化石,且个体年龄较年轻。包裹头盖骨的钟乳石样品,经南京师范大学铀系法年代测试,获得初步结果,大致年代距今 2万— 1

万年。按文化年代划分,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8]
。由于钟乳石在头盖骨表层,顺头盖骨形状发育,头盖骨年代应早于钟乳石年代。

由此推测,头盖骨年代也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但更确切的年代需进一步测试研究。 

“桐庐人”头盖骨化石,对于研究浙江乃至中国古人类发展及演进都有重要的意义。 

“桐庐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固然可喜,但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或遗迹,浙江是全国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

省。值得庆幸的是,时隔一年,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 

为了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在浙江境内的活动踪迹,20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中国晚更新世现代人起源与环境因素研究专项---浙江旧石器考古调查”课题组,在西苕溪流域进

行了为期一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地点 31 处,采集和发掘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

遗留物 333件石制品
[9]
。但未见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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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是浙江省西北部的主要水系,有东苕溪、西苕溪两大源流。东苕溪源出天目山南麓;西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北麓,流经安吉、

长兴、湖州等地,全长 145公里,流域面积 3310平方公里。两水于湖州城区西会合,注入太湖,经长江出海,属长江水系。多年前,

考古人员曾在西苕溪流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结合安徽宁国旧石器的考古情况,课题组张森水认为,浙江太湖流

域可能会找到旧石器的人类活动遗址,而且框定在西苕溪中游地区。这是因为上游地区的地势太高,下游则太低,均不利于古人类

的生活,也不利于考古发掘,中游则具备良好的条件。 

课题组以考察西苕溪中游地区的砖瓦厂为切入口,以砖瓦厂取土断面的地层中得到的石制品,作为判断相对年代的依据。课

题组在安吉境内的西苕溪中游的二级阶地取得良好成果,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 13处,其中 3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中

更新世的网纹红土层中发现了石制品。同时,课题组还考察了西苕溪上游的部分山洞。 

在此基础上,扩大工作区域,在长兴县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 18 处,其中 2 处的石制品有确切地层,1 处世网纹红

土层,另 1处是晚更新世早期的稀网纹紫红色黏土层。 

为了解石制品分布的详细层位,考古人员在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村西的上马坎遗物地点(野外编号 AP003)进行试掘,不仅在

“网纹红土层”和“稀网纹红土层”中找到了石制品,还在层位较高的更新世晚期的后期地层(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找到可

石制品
[9]
。在多个层面发现石制品,表明古人类在西苕溪流域一带活动,在时间上有悠久而延续的历史。 

相对于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这次浙江的旧石器发现可谓“石破天惊”。据课题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尤玉柱介绍说,主要表现

在四个方面:一是年代早,证据充分;二是发掘地面积广,规模比较大;三是类型多,品种齐全;四是形体大,重量大,符合当地以采

集为主的农作物生活
[10]

。 

据了解,此次调查共发现石制品 333件,均属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即人们常称的砾石工业或砾石石器文化。经科学初步鉴

定,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石英砂岩和砂岩,其次是火成岩类(如花岗岩和凝灰岩等),还有少量的石英、变质泥岩、硅化灰岩和燧石

(即火石)等。从石制品的类型来看,重型的远多于轻型的,其主要是砍砸器、石球和镐等常见类型,手斧、手锛也有发现;轻型石

器仅刮削器一类,可再分成单刃和两刃等亚型。石器的修理虽都采用的是用石头打击石头的硬锤技术,将坯材打制出刃口,但其加

工方法多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包括了向破裂面、向平面、错向加工、交互打击和复向加工等。从实物看,石器的加工十分粗糙,

器型不规则,刃缘曲折,修疤多深宽型,刃口钝者较多。此外,大多数石制品个体粗大,长度超过 80毫米。 

这次考古发现的石器形体大,主要是与北方出土的石器相比较的。一般说来,浙江的旧石器形体要比北方大 1— 2倍,形体大

小主要与当时古人类的生活有关。在北方,生活的条件没有南方优越,动物类型的食物是主食,所以古人类使用的工具是以解剖动

物尸体用的石器为主,为方便起见,石器的形体较小;而南方植被丰富,古人类在取得植物类食物时要挖、刨、砍,石器也就相对较

大了。 

课题组专家认为,在西苕溪流域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可能性很小。北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几乎都有人骨化石出土,但在多

雨潮湿的南方就不一样。这里的土壤酸性特别重,人骨化石极易受到腐蚀,很难保存下来。据张森水介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

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溶洞中,另一种是四处游荡。最近发现的几处旧石器遗址就是人类在游荡中留下的。若能找到固

定的溶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器物会更多
[11]
。 

这次旧石器考古调查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不仅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的空白,改写了浙江省旧石器时代只有古人类

化石而无旧石器文化遗物地点的历史,也使华夏大地上(包括台湾省和海南省)不再有省级辖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空白区,而且把

古人类在浙江省境内劳动、生息的历史提前到距今 10 多万年前,甚至更长。目前还没有绝对年代的测定数据。据课题组成员张

森水根据出土石制品的土层推测,初步判定为 12.6万- 78万年
[12]
。调查区内的旧石器分布地点比较密集,说明古人类在此间活动

频繁,AP 003地点出土石器数量多,种类齐全,应是一处活动复杂、占据时间较长的中心居址;在多个层位发现石制品,表明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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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苕溪流域一带活动,具有悠久而延续的历史。 

综上可见,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于 1957年,相继发现了建德人、桐庐人化石、西苕溪古人类及数以百计的石制品。

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有理由说,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起,在浙江境内就不断有人类在这里生产劳动,繁衍生息,为后

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浙江旧石器考古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 

(一)一些化石、遗址虽然做了年代测定,但学术界对测出来的年代数据有不同的意见。同时,不同的测年方法所得结果也不

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差甚远。建德乌龟洞人牙化石的年代便是突出的一例。测年技术也需要改进和提高。还有相当多的化石、遗

址未做测年工作,或已测年但未见正式报告发表,如桐庐延村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二)浙江省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只发现零星几处,工作还比较薄弱,早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早期的文化遗物发现甚少,应着重

加强调查、研究。浙西山地、金衢盆地北缘及浙北平原南缘的洞穴、河湖阶地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建德乌龟洞及其周边地区仍

是一个很有继续发掘潜力的地区。进一步调查,选择适当地点进行系统发掘,以期在新的条件下能获得更多的有关信息。开展埋

藏学的研究,对探讨古建德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行为方式,都是有益的。有迹象表明,在现代城镇同样会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河南

省洛阳市凯旋路东端曾发现 20多件石制品和古象化石;北京市王府井附近的东方广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和研究,开创了在我

国城市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记录。 

在寻找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同时,也很有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早期阶段距

今都在 7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这时的社会经济已从采集渔猎为主,进入到耜耕农业阶段,原始农业相对比较发达,

猪、狗、牛的驯化表明家畜饲养业已经产生,定居生活较为稳定。这说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已发展到相当成

熟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较跨湖桥、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为早的相当长的文化发展阶段。参照目前湖南、河南等地发现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这个相当长的前跨湖桥、前河姆渡或前马家浜文化发展阶段,距今可能要达到万年上下
[13]
。1989 年

在发掘奉化名山后遗址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其北侧山坡上采集到一件用间接剥离法制作的燧石质镞型器。1996 年冬,在

余姚鲻山遗址第 6— 10层中出土了数百件燧石质的细小石器
[14]

,有锤击器、刮削器、尖状器、凿型器、斧型器等五大类,其中刮

削器数量最多。器型分凹刃、凸刃、平刃等不同形式,长宽比例接近,长宽厚之和极少超过 9毫米,属直接打击制成的细小石器。

细小石器具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它们的发现表明横贯宁绍平原的奉化江、姚江、曹娥江流域两岸台地

及低山区域,即山麓与平原过渡地带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可能性
[15]

。这些地区山体岩性组成复杂,紫砂岩、变质岩多形成

低丘,多山间盆地,适宜人类居住。2001 年 2— 5 月,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上山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浙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该遗址约在距今 11 400- 8 600年间
[16]
。 

浙江至今已经发现了相对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古文化遗物,化石人类的时间跨度达到 10 万年以上。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建德

人、桐庐人、西苕溪古人类的人群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粗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决:较早的人群是时代较晚者的祖

先。但是实际的历史进程不一定如此简单。在过去长达 10 万年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人群能迁移流动,事实上

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间就发生过许多次。因此要查明建德人、桐庐人和西苕溪古人类之间有没有祖先与后

裔的关系,还待搜集足够的具体证据加以周密的论证才行。但目前看来还不行,因为作为中间环节的人类化石毕竟尚未发现。同

理,浙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跨湖桥人、河姆渡人和马家浜人的关系,由于时间差距太大,难以考证有祖裔关系。 

(三)在研究人才方面,浙江至今还没有专业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当前急需加快培养中、青年研究人才。有关浙江旧石

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成果有限,未见专论,即使是单篇简报也寥寥无几。研究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在石制品的研究工作方面,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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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于一般的描述,深入分析、探讨的论文未见。 

(四)在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领域,有不少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如文化系统(或传统)问题,与周边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

的关系问题,石制品的一些技术、类型的来龙去脉问题,旧石器时代的特点、起源和发展问题,浙江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

过渡问题等等。 

(五)保护好建德人、桐庐人的发现地,乃当务之急。1982 年中国与南斯拉夫溶洞科学考察队赴建德考察后,就呼吁保护建德

人牙发现地
[17]

;张森水在 2000年也呼吁迁走建在乌龟洞洞口的坟墓
[3]
。这里我们再三呼吁当地政府尽早将这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纳入正轨。保护、保存遗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展示和合理利用,让人们了解人类自己的历史,善待环境,促进发展与进

步。以保护和保存为前提,合理、适度,科学地利用遗址,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遵循国际上关于遗产保护的准则。桐庐

人发现后,当地政府积极保护古人类遗址,开发遗址考古旅游项目就是较好的一例。 

三 

虽然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或讨论了一些问题,但可以深入探索的地方和方向还是较多的。从目前的实际出发,以下几点

努力方向是可以考虑的: 

(一)争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一般说来,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质、地层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比较简略。孢粉

分析是复原古气候环境的重要手段,浙江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沉积物分析也是还原古气候环境的重要手段之

一,浙江也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绝对年代的测定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不少遗址尚未做年代测定工作。即使已经做了一些

测年工作的遗址,也还有进一步再做和用其他测年方法来校正的余地。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对确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相对年

代,以及探讨人类的生产、生活及行为等方面都是重要的。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加强古生物学知识的训练,提高运用动物化石的水

平,是很有必要的。另外,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单靠个人难于解决,需要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动物学、

植物学、古气候、生态环境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们多方努力,协同解决。因此,我们应尽量争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长期以来,

不少学者探讨过北京人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但分歧较大。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下,有

好几个单位参加,对北京人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参加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北京人时期的生活环境问题

达到了共识,北京人是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生活,其间气候有过波动。此后,对元谋遗址、金牛山遗址、巫山大庙龙骨坡遗址、郧

县人遗址、和县人遗址等生活环境,都进行过程度不等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注重埋藏学的研究。从 20世纪 3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做过适当的分析。从 80年代起,开

始注重用埋藏学观点来考察发现的重要遗址,并注重遗址类型的分析研究
[18]
。在以往的发掘中,埋藏学的研究虽然也一定程度上

受到尊重,但还是重视不够,以致好多信息缺失。埋藏学需要推广应用和发展,使遗址保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有机地、合理地联系

起来,并作出科学的解释,尽可能恢复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情景。今后发掘仍需高度重视埋藏学的详细记录与仔细分

析研究,而且要长抓不懈。 

(三)加强类型学的分析。今后在室内进行研究时,要加强类型学的深入分析。大多数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分析工作仅做了初步

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石制品的技术类型研究需要逐步做到系统化和规范化。石制品的实验研究和微痕观察研究尚未系统

地开展,用与发现的标本同样的原料进行实际打片和修整,仿制出石球、石片和石器。这样可以对先民们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和方

法有进一步的了解。开展拼合研究,以求复原打片或修整过程,更好地理解那些石制品的产生同打片、修整方法的关系。使用痕

迹的研究需要加强,以进一步检验现行的类型划分同可能的实际用途之间的差距,为复原浙江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

供有益的信息
[19]
。另外,石制品的对比研究,尚可深入一步同国内的主要发现对比。在条件具备时,可进一步同国外同时代的或时

代接近的石工业做对比。对已有较为详细研究的石制品,还可以用新的观点、新的手段、新的系统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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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引进外国流行的或正在探索中的方法、手段方面,要解放思想,大胆引进,并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让实践和时间去检验、

提高和改进。 

上述诸点并非同样、同时进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能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相信这些问题将会逐步解决。

到那时,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化模式的认识,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或传统、技术和类型的来龙去脉,对当时先民们

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继承与交流等诸问题的探讨,必将会得到更合理、更科学的解释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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